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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强度两阶段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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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峻，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所承担的节能减排任务更重。本文采用LMDI分解方法对我国碳排放强度进行两阶段因素分解，第一阶段对碳排放强度进行LMDI分解，分解结果表明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是影响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的贡献率超过90%，而能源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小。第二阶段进一步对影响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进行LMDI分解，分解结果表明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变化有显著影响。最后利用协整分析方法对上述分解变量进行长期协整关系验证，结果表明碳强度、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等节能减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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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wo-stage decomposi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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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2007, China’s CO2 carbon emission has surpass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CO2 emitter. Hence in the global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China has more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ask than other countries. This paper utilized two-stage LMDI decomposition to decompose China’s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the first stage, LMDI model was applied to decompos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Decomposition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d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China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energy intensity and energy structure. Energy intensity contributed more than 90% on changes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while the impact of energy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small. In the second stage LMDI decomposition of energy intensity was conducted, which is the main factor influencing changes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Decomposition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duction of energy intensity in China mainly resulted from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ergy efficiency during 1991-2011. Finally，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 was employed to test the long-term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re has been a long-term equilibrium and stable relationship among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energy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ree suggestions for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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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Street等研究指出我国能源消费产生的CO2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75%[1]。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数据，2007年我国CO2排放量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CO2排放国[2]。因此，在全球节能减排的目标中，我国所承担的节能减排任务相比于其他国家更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CO2排放相较于2005年下降40%-45%[3]。2014年，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各自2020年后的行动目标，我国承诺 2030 年左右CO2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 左右[4]。2015年6月，我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文件描述了我国2030年行动目标，即到2030年实现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在2015年底结束的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重申了碳排放达峰和碳强度下降60%-65%两个重要减排承诺。CO2作为能源消费的产出物是衡量经济活动对环境负面影响的关键指标，分析影响我国CO2排放的相关因素是减少CO2排放，顺利实现承诺减排目标的关键。

哥本哈根和2030年碳强度减排目标完成的相关针对性减排政策制定依赖于影响碳强度相关因素的准确考量，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Fan 等通过采用AWD方法对我国1980-2003年碳排放强度进行实证研究[5]。沈小波等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我国1980-2007年碳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6]。陈继勇等选取了我国2001-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FDI、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和产业结构中重工业占比对我国碳强度的影响[7]。刘晓燕、董锋采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江苏省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的关系进行分析[8]。张伟等运用通径分析明确了三次产业比例的相互关系及与碳强度的关系[9]。孙欣等采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碳强度与人均GDP、第二产业比重、能源强度对碳强度的动态影响进行分析[10]。周少甫等采用Gregory-Hansen协整检验方法结合结构突变分析， 实证检验了我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的关系[11]。李建豹等通过构建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产业结构、人口总量、经济水平与城市化对长江经济带来的影响[12]。

在上述研究碳强度影响因素的文献中，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和协整检验方法应用较多，而本研究所采用的指数分解方法较少，事实上现有文献大多是关于碳排放总量的指数分解，如朱勤等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应用LMDI分解方法对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13]；郭朝先运用LMDI分解技术对我国1995-2007年的碳排放从产业层面和地区层面进行了分解[14]；宋德勇等从产出规模、能源结构、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四个因素出发，采取了LMDI分解法对中国碳排放进行研究[15]；雷厉等测度了1995-2008年我国29个省市的碳排放量，通过构建LMDI分解模型，将各地区人均碳排放分解为人均GDP、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等影响因素，同时将能源强度进一步分解为各产业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两类因素[16]；赵志耘等采用LMDI分解方法对2000-2009年的我国碳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17]。

通过对已有关于碳排放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已有研究中的不足，首先对碳排放LMDI分解中，很少有直接针对碳强度进行分解，其次LMDI两阶段分解方法运用较少，最后在进行LMDI分解的过程中很少有结合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建立两阶段LMDI分解模型从多层的角度对我国碳排放强度进行分析，并将分解研究与协整检验相结合，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对我国实现2020年和2030年碳强度减排目标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

1 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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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1991-2014年的碳排放强度

根据IPCC推荐方法计算我国碳排放总量，并依据2000年不变价格GDP得到我国1991-2014年碳排放强度。图1为我国碳排放强度趋势图，从图中可以看到，我国碳排放强度基本保持下降趋势，从最初1991年的6.2746吨/万元到2014年的2.3154吨/万元，下降幅度超过50%，年均下降速度为3.51%。分两时段来分析：1991年到2001年期间，这是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较快的时期，碳排放强度从1991年的6.2746吨/万元下降到2001年的3.2658吨/万元，短短10年碳排放强度下降了47.95%，年均下降速度达到了6.30%。这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我国开始注重环境保护工作，对能源使用从鼓励变为限制，能源节约有了很大成效。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关停并转了10多万家能源密集型企业，使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较大，下降速度较快，也出现了近20年最大下降落差，在1997、1998年下降速度都超过了8.28%。2002-2014年是我国碳排放强度比较复杂的一段时期，我国碳排放强度先升后降，总体变化幅度较小。碳强度2002年为3.1720吨/万元，2014年则下降为2.3154吨/万元，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速度为1.37%，下降幅度为0.8566吨/万元，与上一时段相比，碳排放强度变化明显减弱。2002-2004我国碳排放强度呈现上升趋势，在2003、2004年增长幅度分别达到了6.10%和4.76%，增长了0.1935吨/万元和0.1603吨/万元，这是因为我国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出现了重工业化倾向。从2005年后我国碳排放强度又恢复整体下降趋势，这与国家在2004年至2007年颁布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关，但下降幅度并不明显。
2 我国碳排放强度LMDI两阶段分解
对数平均权重迪氏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method，LMDI）是Ang和Choi[18]共同提出的第一个使用在能源领域中的完全分解技术，如今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相关领域当中被广泛使用。LMDI分解模型最大优点在于不会产生分解剩余项，并且允许数据中包含零。

2.1 碳排放强度LMDI分解

根据碳排放强度的概念将其进行分解，推导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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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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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t年碳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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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t年实际GDP（以2000年为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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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t年能源总消费量（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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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t年i种能源的消费量（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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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t年i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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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t年i种能源的二氧化碳碳排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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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能源结构因素，解释为第i种能源占总能源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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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式（1）可以发现，碳排放强度
[image: image12.wmf]CI

是由能源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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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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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碳排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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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因素来决定的，因此碳排放强度分解模型为：


[image: image16.wmf]1

tt

totSEIRrsd

CICICICICICICI

-

D=-=D+D+D+D

                    （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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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前期的碳排放强度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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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于前期的能源结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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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于前期的能源强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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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于前期的碳排放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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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为基于前期的几个影响因素中的两个或多个因素的交互效应。其中碳排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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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因素交互影响效应在1991年到2014年期间的变化非常微小，可以忽略不计。

能源强度因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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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因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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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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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2）可将我国碳排放强度分解成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两种因素。表1是碳排放强度LMDI分解结果，表中变化量为基于前一年的碳排放强度增长量，贡献率为各因素对碳排放强度变化做出的贡献程度。
表1 第一阶段分解结果
	年份
	变化量

（吨/万元）
	乘数效应
	 能源结构
	能源强度

	
	
	
	变化量
	贡献率
	变化量
	贡献率

	1991-1992
	-0.5667 
	0.9097 
	-0.0077 
	1.36%
	-0.5590 
	98.64%

	1992-1993
	-0.3864 
	0.9323 
	-0.0090 
	2.33%
	-0.3774 
	97.67%

	1993-1994
	-0.3378 
	0.9365 
	0.0108 
	-3.20%
	-0.3486 
	103.20%

	1994-1995
	-0.1718 
	0.9655 
	0.0012 
	-0.70%
	-0.1730 
	100.70%

	1995-1996
	-0.3078 
	0.9360 
	-0.0143 
	4.65%
	-0.2935 
	95.35%

	1996-1997
	-0.3737 
	0.9170 
	-0.0210 
	5.63%
	-0.3526 
	94.37%

	1997-1998
	-0.3422 
	0.9171 
	-0.0093 
	2.73%
	-0.3329 
	97.27%

	1998-1999
	-0.1351 
	0.9643 
	-0.0054 
	3.97%
	-0.1297 
	96.03%

	1999-2000
	-0.2005 
	0.9451 
	-0.0120 
	6.01%
	-0.1884 
	93.99%

	2000-2001
	-0.1868 
	0.9459 
	-0.0018 
	0.99%
	-0.1849 
	99.01%

	2001-2002
	-0.0938 
	0.9713 
	-0.0042 
	4.48%
	-0.0896 
	95.52%

	2002-2003
	0.1935 
	1.0610 
	0.0121 
	6.23%
	0.1815 
	93.77%

	2003-2004
	0.1603 
	1.0476 
	-0.0031 
	-1.90%
	0.1633 
	101.90%

	2004-2005
	-0.0383 
	0.9892 
	0.0104 
	-27.06%
	-0.0486 
	127.06%

	2005-2006
	-0.0923 
	0.9735 
	0.0001 
	-0.16%
	-0.0925 
	100.16%

	2006-2007
	-0.2137 
	0.9371 
	-0.0047 
	2.18%
	-0.2090 
	97.82%

	2007-2008
	-0.1891 
	0.9405 
	-0.0036 
	1.91%
	-0.1855 
	98.09%

	2008-2009
	-0.1161 
	0.9612 
	0.0004 
	-0.30%
	-0.1165 
	100.30%

	2009-2010
	-0.0878 
	0.9695 
	-0.0130 
	14.78%
	-0.0748 
	85.22%

	2010-2011
	0.0014 
	1.0005 
	-0.0009 
	-61.38%
	0.0022 
	161.38%

	2011-2012
	-0.1058 
	0.9621 
	-0.1707 
	161.37%
	0.0649 
	-61.37%

	2012-2013
	0.2461 
	1.0917 
	0.0552 
	22.45%
	0.1908 
	77.55%

	2013-2014
	-0.2425 
	0.9172 
	-0.1040 
	42.87%
	-0.1385 
	57.13%

	1991-2014
	-3.5868
	0.4284
	-0.2945
	8.21%
	-3.2923
	91.79%


从表1中可以发现，我国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主要受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共同的影响。从累积效应来看，1991-2014年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了3.5868吨/万元，其中能源强度使我国碳排放强度降低了3.2923吨/万元，能源结构调整使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了0.2945吨/万元，可见能源强度是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决定性因素。在1991-2014期间能源结构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变化量有正有负，年均下降0.0128吨/万元，对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贡献率低，年均贡献率只有8.23%；而能源强度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变化，大多为负数，只有在2002-2004年和2010-2013期间为正数，年均下降0.1431吨/万元，对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贡献高，年均贡献率为91.77%，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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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因素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分阶段来看，1991-2001年期间我国能源强度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幅度0.2882吨/万元，年均贡献率为95.78%，能源结构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幅度为0.0127吨/万元，年均贡献率为4.22%；2001-2014期间，能源强度使我国碳排放强度年均降低0.0384吨/万元，其年均贡献率为88.11%。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使碳排放强度年均降低0.0163吨/万元，其年均贡献率为11.89%。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能源强度是我国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促进因素；而能源结构因素对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贡献较小。因此有效降低能源强度是碳减排最有效的途径，能源强度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降低能源强度，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通过科技手段降低能源的消耗量，提高能源效率，第二方面就是降低高能耗的GDP，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从而实现低碳经济，有效降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从能源结构调整的角度分析碳减排，虽然其对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贡献程度较低，但是依然具备结构优化的空间，降低煤炭消耗，增加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比重，优化能源结构，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

2.2 能源强度LMDI分解

对碳排放强度进行第一阶段LMDI分解后，可知我国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对我国碳排放强度有着抑制作用，其中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的贡献率超过90%以上，而能源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小，影响效果并不明显。而能源强度也同样受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能源强度的分解公式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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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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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能源效率因素，解释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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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能源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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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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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计算公式与碳排放强度的分解方法一致。


[image: image33.wmf]1

tt

iISrsd

EIEIEIEIEIEI

-

D=-=D+D+D

                    （4）
能源效率因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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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因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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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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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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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由各产业的能源效率变化引起的能源强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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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由于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能源强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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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几个因素的交互效应。根据公式（5）将我国能源强度分解为能源效率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
表2 第二阶段分解结果
	年份
	变化量

（吨/万元）
	乘数效应
	能源效率
	产业结构

	
	
	
	变化量
	贡献率
	变化量
	贡献率

	1991-1992
	-0.2161
	0.9122
	-0.2936
	135.85%
	0.0775
	-35.85%

	1992-1993
	-0.1426
	0.9365
	-0.2419
	169.63%
	0.0993
	-69.63%

	1993-1994
	-0.1438
	0.9316
	-0.1426
	99.11%
	-0.0013
	0.89%

	1994-1995
	-0.0680
	0.9653
	-0.0813
	119.63%
	0.0133
	-19.63%

	1995-1996
	-0.1155
	0.9389
	-0.1255
	108.67%
	0.0100
	-8.67%

	1996-1997
	-0.1394
	0.9215
	-0.1500
	107.66%
	0.0107
	-7.66%

	1997-1998
	-0.1320
	0.9193
	-0.1108
	83.91%
	-0.0212
	16.09%

	1998-1999
	-0.0515
	0.9657
	-0.0489
	94.82%
	-0.0027
	5.18%

	1999-2000
	-0.0751
	0.9483
	-0.0852
	113.48%
	0.0101
	-13.48%

	2000-2001
	-0.0738
	0.9464
	-0.0627
	84.97%
	-0.0111
	15.03%

	2001-2002
	-0.0358
	0.9726
	-0.0318
	88.77%
	-0.0040
	11.23%

	2002-2003
	0.0730
	1.0576
	0.0475
	65.03%
	0.0255
	34.97%

	2003-2004
	0.0645
	1.0481
	0.0618
	95.90%
	0.0026
	4.10%

	2004-2005
	-0.0193
	0.9862
	-0.0462
	239.00%
	0.0269
	-139.00%

	2005-2006
	-0.0367
	0.9735
	-0.0512
	139.24%
	0.0144
	-39.24%

	2006-2007
	-0.0831
	0.9384
	-0.0733
	88.24%
	-0.0098
	11.76%

	2007-2008
	-0.0739
	0.9416
	-0.0758
	102.66%
	0.0020
	-2.66%

	2008-2009
	-0.0464
	0.9611
	-0.0275
	59.17%
	-0.0189
	40.83%

	2009-2010
	-0.0299
	0.9739
	-0.0376
	125.68%
	0.0077
	-25.68%

	2010-2011
	0.0009
	1.0008
	0.0017
	185.86%
	-0.0008
	-85.86%

	2011-2012
	-0.0405
	0.9638
	-0.0160
	39.56%
	-0.0245
	60.44%

	2012-2013
	-0.0391
	0.9637
	-0.0187
	47.96%
	-0.0203
	52.04%

	2013-2014
	-0.0219
	0.9789
	-0.0069
	31.56%
	-0.0150
	68.44%

	1991-2014
	-1.4460
	0.4125
	-1.6164
	111.79%
	0.1705
	-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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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各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表2和图3是我国能源强度分解结果和趋势图。从中可以看出，1991-2014期间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受产业结构变动和能源效率的共同影响，能源效率是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其年平均贡献率为105.49%，产业结构调整总体来说对能源强度的降低却起着阻碍作用，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年平均贡献率为-5.49%。从累积效应来看，1991-2014年，能源强度下降了1.4460吨/万元，其中能源效率使我国能源强度降低了1.6164吨/万元，产业结构调整使我国能源强度上升了0.1705吨/万元，可见能源效率是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将1991-2014分为两个阶段分析，也可得到相同的结论：1991-2001年期间，我国能源强度下降较快，总体能源强度下降1.1578吨/万元，能源效率对能源强度的降低起着正向促进作用，年均贡献率为117.77%，但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强度的降低却起着相反作用，年均贡献率为-17.77%。2002-2014年，总能源强度从最初的增加到2004年开始下降，其总体能源强度只下降了约0.2524吨/万元，说明这期间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缩小或基本相抵，导致能源强度基本没有变化。2002年至2004年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都抑制了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使我国能源强度从2002年的1.2678吨/万元增加到1.4053吨/万元，这是因为我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二产业比重增加，高耗能产业迅速发展所导致。

3 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协整关系验证
3.1 变量选取

从上述因素分解中得出结论，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对我国碳排放强度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而能源强度受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断出，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受能源结构因素、能源效率因素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采用能源强度表征技术进步，如董锋等用能源强度表征技术进步来进行CO2排放分解的协整检验[19]；李国志等在选择变量时用能源强度来表征技术水平[20]。同时，有较多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提高能源效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Khazzom指出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而节约了能源[21]；徐士元研究验证了技术进步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22]。因此，技术进步也可以用来表征能源强度（能源效率）的改善。本文选取因变量碳排放强度，自变量能源结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因素进行协整检验。能源结构表征变量为天然气占能源总消耗量比重，产业结构因素选取了第三产业比重，而技术进步因素选取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费用。相关数据取自1981-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年度为1980-2014年。
3.2单位根检验

非平稳序列在各时点上随机规律不同，难以用已知信息掌握序列总体的随机性，因此需要检验数据的单位根，对各变量LCI，LS，LSS和LPTI（分别是变量碳排放强度CI、能源结构S、技术进步SS、产业结构PTI取自然对数）进行ADF检验。

表3 单位根检验
	项目
	检验类型

（c，t，k）
	ADF检验值
	  Prob.
	判断结论

	水平统计量
	LCI
	（0，0，1）
	-2.2920
	0.0232
	平稳

	
	LS
	（c，t，0）
	-0.8092
	0.9548
	不平稳

	
	LSS
	（c，t，2）
	-1.5864
	0.7760
	不平稳

	
	LPTI
	（c，t，3）
	-4.5087
	0.0059
	平稳

	一阶差分统计量
	LCI
	（c，0，0）
	 -2.9892
	0.0463
	平稳

	
	LS
	（c，0，0）
	 -3.4004
	0.0182
	平稳

	
	LSS
	（0，0，1）
	 -0.7966
	0.3631
	不平稳

	
	LPTI
	（c，t，0）
	 -4.0642
	0.0160
	平稳

	二阶差分统计量
	LCI
	（0，0，0）
	 -5.4971
	0.0000
	平稳

	
	LS
	（0，0，0）
	  -10.2393
	0.0000
	平稳

	
	LSS
	（0，0，0）
	 -8.8000
	0.0000
	平稳

	
	LPTI
	（0，0，0）
	 -7.0848
	0.0000
	平稳


从表3中可以看出各变量在水平项上和进行一阶差分的结果均存在单位根，数据序列不平稳。而ADF检验结果表明这些不平稳的序列进行二阶差分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达到了平稳。因此变量LCI，LS，LSS，LPTI均为二阶单整，服从I（2）。由于LCI，LS，LSS，LPTI的时间序列都属于同阶单整，因此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3.3 Johansen协整检验

JJ（Johansen-Juselius）检验是Johansen在1988年及在1990年与Juselius共同提出的一种用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通常称为Johansen检验，是一种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的较好方法。
协整关系检验是检验协整回归方程是否存在单位根。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他们的某种线性组合表现出平稳性，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而满足协整关系的变量之间仍然可以建立回归方程，并且不会造成伪回归现象，因此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是必要的。如果这个时间序列不是协整的，残差中一定存在单位根，如果序列是协整的，残差将是平稳的。变量的单整和协整性质决定了LCI，LS，LSS，LPTI的模型构建。如果时间序列是协整的，那么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否则只能解释为短期关系。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根据AIC准则选择有选择滞后阶数为2的协整模型，对各时间序列LCI，LS，LSS，LPTI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Johansen协整检验
	No. of CE（s）
	Eigenvalue
	Statistic
	Critical Value
	Prob.

	None *
	0.5978
	67.0997
	63.8761
	0. 0261

	At most 1*
	0.5196
	37.0456
	42.9152
	0. 0107

	At most 2 
	0.2216
	12.8516
	25.8721
	0.7497

	At most 3
	0.1297
	4.5854
	12.5180
	0.6566


注：*表明在5%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滞后间隔：1到1；非限定性协整秩检验。

从表4检验结果可知，LCI，LS，LSS，LPTI四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取以下协整方程为最终方程，用数值方式表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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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协整方程（5）可以看出，我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结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但是能源结构对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明显小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以煤炭消费为主，能源结构变化较小，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较小。LCI与LS、LSS和LPTI的系数均为负数，说明我国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改善、技术进步对我国碳排放强度有降低作用，这与陈继勇[7]、张伟[9]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同时也与前文碳排放强度LMDI分解分析结果和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4 结论和建议 
根据测算出的我国1991-2014年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运用LMDI两阶段因素分解法分析影响我国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同时选取1980-2014年中国历年相关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分解变量进行协整关系验证。

LMDI两阶段因素分解法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对碳排放强度LMDI分解中，我国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受到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的影响，由能源结构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变化量有正有负，对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贡献率低，由能源强度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变化，大多为负数，对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贡献高；第二阶段对能源强度LMDI分解中，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受产业结构变动和能源效率的影响，能源效率是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调整总体来说对能源强度的降低起着阻碍作用，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协整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强度与技术进步、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改善和技术进步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也验证了两阶段分解的结果。
    根据上述分析和结论，针对我国节能减排的目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煤炭清洁利用比例。我国主要以煤炭消费为主，而煤炭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远大于其他能源。合理的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煤炭资源的消费，增加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改变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然而由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并不容易，因此提高我国煤炭利用率，创新我国煤炭利用技术，将储量丰富的煤炭转化为较为高效清洁的能源是一条有效可行的途径。

  （2）降低能源强度，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强度是影响我国碳排放强度的主导因素，而且能源利用效率相比发达国家较低。我国能源在开采、转换、贮存等过程中有很大的损失，因此，能源消费的节能潜力也较大。据相关调查，如果我国能源利用效率能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我国每年将节约4亿多吨的标准煤。因此碳排放强度的减少可以通过降低能源强度来实现。能源强度的降低可以通过两方面来实现，首先可以通过改进设备，降低单位产品的能耗并采用先进的管理模式，设置能源专项资金；其次可以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使经济增长不仅仅依靠能源消耗的增长，而是主要依靠能源效率的提高。

  （3）发展第三产业，淘汰落后产能。第三产业碳强度显著低于第二产业[19]，世界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比重一般在2/3以上，而我国2014年第三产业比重仅为48.2%，发展第三产业不但关系到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的提升，也关系到2030年碳排放达峰和碳强度下降60-65%目标的实现。当前我国无论是高耗能的钢铁制造、电解铝，还是新兴的光伏太阳能和风电产业，均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淘汰落后产能不但有助于行业整体脱困，也能促进行业整体能源效率的提高，从而帮助国家宏观减排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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